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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與現實的拉鋸：中國大陸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下教師的抗拒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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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摘要

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改革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與新聞輿論監督一度受到
重視，但在宣傳部門決定共建新聞學院後，大學教師教學場域產生重大變化。
本文旨在檢視「共建新聞學院」政策對教師的影響，透過深度訪談法與次級
資料分析法，發現共建新聞學院下，有些學院樂觀其成、多數學院基於無從
選擇而採默認外，新聞學院中的教師，仍不乏努力發揮主體的積極能動性，
因而對共建新聞學院要求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課程，採取「外部專家策略」；
在愈趨嚴苛意識形態控制的環境下，具有理想的大學教師，在啟蒙學生的理
想與工作考核的現實間掙扎，從而採取「翻轉課堂策略」、「推薦參考教材策
略」、「案例意義策略」、「閱讀原典策略」、和「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

關鍵字：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抗拒策略、馬克思新聞主
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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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共的新聞制度沿襲自「蘇聯共產報業理論」，而追溯中國大陸的新聞
教育，則始自 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成立。中國大陸新聞專業教育改
革，可分為六個階段：一、新聞專業教育的起源和初步發展時期（1912–
1949）；二、新聞專業教育的調整和衰落時期（1949–1966）；三、新聞專
業教育的災難時期（1966–1976）；四、新聞專業教育的恢復時期（1978–
1989）；五、新聞專業教育的轉型發展和國際化時期（1990–2012）；六、
新時期新聞專業教育的共建時期（2012年迄今）（王毓莉，2021）。
自從 1978年底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中國大陸採取對內市場化和對外

國際化接軌發展，直到 1989年 6月 4日八九民運時，實務界與學術界要求
新聞自由的聲浪，達到最高峰，然而在運動被鎮壓後，中國大陸的各項改革
措施暫緩。直到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確立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方向，中
國大陸的高校改革也隨之展開，1995年底「211工程」經國務院批准後正式
啟動，重點建設 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1999年，
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告：「為
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一流大學。」據此國務
院批准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985工程」正式啟動建設，
中央政府確定 39所大學為「985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企圖創建世界一流大
學和高水準大學（中國留學社，n.d.）。
根據中共 2000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

校管理體制和佈局結構的決定》，新聞傳播教育從過去「部門辦學」轉變為
「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發展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
民政府，2000年 2月 12日），全中國各地的新聞院校，紛紛建立新聞傳播學
院。
自 1990年代末期，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學界探討的議題，包含反思中

國大陸新聞教育的重「術」輕「學」、本位化與非人文化等弊端（單波，
1998），吳廷俊（2002）一文彙整，西方的「傳播學」被導入中國大陸，將
「資訊」、「媒介」與「受眾」等核心概念，引入中國新聞教育理念、途徑與
課程改革中。中國大陸的國際傳播學者李希光（2009）歸納整理中國新聞教
育的問題點在於供多於求、課程和專業設置不對口，並借鑒美國模式、法國
模式、英國和德國模式、拉美模式，探討中國新聞教育走向；陳昌鳳、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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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2015）亦以美國新聞教育發展為考察對象，探索中國新聞教育路徑。
伴隨著 1990年代中國大陸的高教改革走向擴張、大眾化、普及化與國

際化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產業改革也同步進行了商業化與市
場化改革，1987年中共第十三大報告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了「輿論監督」
的說法，傳統中共對於新聞傳媒的內容，主要以正面宣傳為主，然而傳媒在
產業改革的自負盈虧商業經營壓力下，紛紛開始尋求具有市場性的內容，而
新聞輿論監督類型報導與欄目，對於打擊貪腐與監督不法，受到閱聽眾的歡
迎。儘管中國大陸的新聞輿論監督有別於西方的調查性新聞報導，但由於其
一方面符合政治經濟環境變遷下當權者對於新聞媒介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
也符合傳媒自身改革下對於內容市場化的需求，自然有了生存的政治經濟條
件（王毓莉，2008）。
由於以新聞輿論監督掛帥的市場化媒體蓬勃發展，新聞學院中也同時引

進了不少海歸派學者，藉由新聞專業主義的學院訓練，培養未來的實務業人
才。當時不少有新聞理想的新聞學院學生畢業後的第一志願，都從中央級的
黨媒，轉為擅長新聞輿論監督的市場化媒體。雖然一項針對 2008年和 2012
年北京和上海研究中國新聞教育中的意識形態發現，政府、教師和學生針對
官方意識形態的協商過程，證實了即使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市場化時期，官方
的影響力，在新聞學教育中依然非常突出。不過，此時期的新聞教育工作者
呈現的是既不公然破壞、也不積極提升官方意識形態（Repnikova, 2017），
顯見尚有喘息空間。
然而，時序轉換至 2012年 11月「習李體制」就任後，展開了對於意識

形態領域的全面整肅。2013年 8月 19日甫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
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

黨校、幹部學院、社會科學院、高校、理論學習中心組等都要

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必修課，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宣傳的重

要陣地（人民網，2013年 8月 21日）。

在新聞實務界則發生，以新聞輿論監督指標性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在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被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強打壓，將
原先標題「中國夢，夢之難」，修改為「追夢」，引起該報編採人員不滿示威
抗議，但終究被打壓。2014年的南方周末事件中被全面性殲滅後，2016年
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訪視《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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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主動打出「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標語。同日「黨的新聞輿
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強調：

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

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

（桑普，2016年 2月 27日）。

換言之，黨媒必須姓黨，整個新聞傳播產業領域的言論空間受到緊縮（桑
普，2016年 2月 27日）。
回顧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於 1986年成立輿論研

究所，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從事民意調查的機構，企圖作為引進西方思想，
探索與中國社會相結合的傳播學教育發展方向（劉海龍等人，2021）。而復
旦大學新聞學院的李良榮教授也曾在 1990年代，提出新聞事業跨上層建築
與經濟活動的雙重屬性，引起媒體是否具商品性之爭論，最終獲得理論與實
務界的肯定（李良榮、周玉橋，2021），不過，時序迄今該學院亦須「對國
家政策高度回應，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同上引，頁 148），在課程上開設
「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核心課程與配合「一帶一路政策」進行國際傳播的
發展與招生策略。

新聞實務上，西方新聞專業義理強調新聞媒體與政府「準對立」監督
關係的調查性新聞報導，中國大陸則也曾倡導「具中國特色新聞自由」的新
聞輿論監督報導發展，取得不錯的成效（王毓莉，2010）。但新聞教育則是
從原本可借鑑西方新聞傳播教育的專業發展，進入到新時期新聞學院必須被
宣傳部門共建的狀態。

2013年 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地方黨委宣傳部門與高
等學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意見》，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全面加速部校共建工
作的推進，高等新聞教育被認為具高度意識形態屬性，須通過共建工作將馬
克思主義新聞觀，作為首要任務，全面融入新聞人才培養過程的每個環節（侯
月娟，2016）。 
截至 2018年 8月，根據公開可查的報導資料，中國大陸全國共有 120

個各類部校共建新聞學院單位、項目，基本覆蓋了 31個省（市、區）。其中
廣西共建了 12所、北京有 11所、浙江 9所、上海 6所、貴州、吉林、遼寧、
江西、四川各 5所，其餘各省各有 1-4所（馬星宇、周宗龍，2018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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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中國大陸內部對於「共建新聞學院」的相關研究，為數不少，主要
以「功能性」途徑為主，探討要求地方黨委宣傳部門及中央主要新聞單位，
與當地的高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以及闡述共建對於新聞學院發展的助
益與推動成效（王江濤，2016；杜駿飛，2017；沈正賦，2019；侯月娟，
2016）。然而，敢於提出不同爭論者點出，共建在實際推廣過程中遭遇「價
值悖論」，如湖北省委宣傳部與武漢大學共建新聞學院的過程中，對共建真
正的主旨是「培養人才」或是「服務行政」產生質疑（王敏，2017）。該文
指出，「部校共建」是兩個部門的合作，一個屬於行政部門，具有決策治理
的職能：另一個屬於教育部門，以教書育人為職責，雙方價值取向和利益考
量，其實不盡相同。由於作者身在中國大陸，也未能再往下展開其間衝突價
值的細節描繪。

Xu（2018）強調，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乃中共企圖由高度商業化和數位化
的媒體環境中，提高意識形態教育的控制；王毓莉（2021）將共建新聞學院
模式分類為：「復旦大學模式」、「中國政法模式」、「廣東暨南模式」、「中
西部學校模式」，並發現共建制度的實行，「人」的影響因素比「制度設計」
的因素更大。在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之後，共建執行的範圍有逐漸拓寬的趨勢，
不過此一政策，至今尚未達到全面共建，是各地方尚未有足夠的資源，進行
更大範圍的推動。因此，中國大陸「共建新聞學院政策」的執行，充滿了「因
地制宜」與「因領導而異」的狀態。
中國大陸的言論尺度正處於大倒退時期，隨著中共中央要求宣傳部門

「共建新聞學院」後，中國的新聞學院正處於陣痛期，在院領導不得不接受
政策的情況下，大學教師作為行動者的主體，在此期間的掙扎和企圖抗拒，
更顯得彌足珍貴。本研究企圖考察被共建的中國大陸重點高校的新聞學院
中，面對共建學院政策下，趨緊的意識形態控制下，對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融入新聞教育要求的做法，以及教師對相關意識形態控制的馴服與抗拒策
略。

貳、	文獻探討

習李體制上路後，2013年一份名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
報》（簡稱「九號檔」）在中共黨內地師級官員範圍內傳達，披露「七不講」：
要求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力、黨的歷史錯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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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同年 5月 4日公佈「加強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
作意見」（簡稱「意見」）指出：

少數青年教師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職業情感與職業

道德淡化⋯⋯不能為人師表，在有關各級加強領導和管控之外，要

求努力提高青年教師政治理論素養，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理論認同、政治認同、情感認同，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加強中國夢的宣傳教育，組織青年教師深入學習領會中國夢的精神

實質，凝聚起實現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BBC中文網，2013年
5月 28日）。

2013年 8月 19日至 20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中，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

要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傳教育，⋯⋯要加強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提

高公民道德素質，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

尚（博訊新聞網，2013年 11月 4日）。

該項談話後，一份名為〈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精神傳達提綱〉
在網路上流傳強調，所有宣傳思想部門和單位，及宣傳思想戰線上的所有黨
員、幹部，都要旗幟鮮明堅持黨性原則。黨性原則不僅要講，而且要大張旗
鼓講、理直氣壯講、堅持不懈講，不要躲躲閃閃、含糊其辭（博訊新聞網，
2013年 11月 4日）。
顯見自改革開放時期的相對以新聞專業為發展方向的新聞傳播教育，到

了新時期，開始迴轉重申黨性與意識形態教育。以下檢視與本文相關的文化
霸權與意識形態相關理論，以及馴服與抗拒理論。

一、	文化霸權、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

義大利學者 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
表人物，他以 32本《獄中札記》（Quaderni del carcere）完成了「文化霸權」
理論（cultural hegemony）的思考和探索，是一套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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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如何實現並維持其統治的理論。任何政治霸權階段都是經過文化及意
識形態的不斷抗爭和妥協而致，解釋文化霸權的過程，其關鍵點即是對意識
形態的解釋，Gramsci將社會形態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跟「市
民社會」（civil society），前者代表的是國家統治中施以壓迫性的單位，由各
種壓制性國家機器組成，例如軍隊、員警、司法單位；後者代表的是一般的
民間團體，以文化霸權的傳播與教導為主，如教育機構、大眾傳播、宗教。
而國家的組成是由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組織起的（Gramsci, 1971），政治社
會代表暴力與強制，而市民社會代表的是從經濟領域獨立出來的社會輿論與
意識形態領域（于文秀，2013），雖然國家體系是由政治社會的體系控制，
但要維持一般社會的秩序，市民社會才是關鍵點（張錦華，2010；譚光鼎，
1998）。
在具有高度民主程度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手段不依靠暴力，而是靠

宣傳，統治階級將通過知識與道德上的領導 （Gramsci, 1971），使民眾認同
進而達到其目的，西方資本主義階級讓市民社會成為國家統治的延伸，使得
文化霸權得以在市民社會進行意識形態的運作，Gramsci認為這便是強制力
量所保障的霸權（李光榮，2008）。
國家的領導若無法對民間社會產生道德共識及文化知識的說服力，霸權

的維繫就會相當危險。因此執政者為了有效統治市民社會以及化解對抗，必
會設法掌握市民社會，將其權力滲透到各民間團體中（張錦華，2010）。而
政府為維繫霸權體系的基本利益，經常是以抗爭、溝通、妥協的方式下不斷
轉換對於意識形態的共識，張錦華（同上引）認為 Gramsci的霸權理論就是
一個不斷解構—重構的過程（disarticulation-rearticulation），透過社會上不同
意識的概念分解重組，形成一套有機的意識形態（organic ideology），總結
來說，文化爭霸的精髓在於統治階級為鞏固其統治地位而從事的意識形態過
程。而統治階級可能是以顯性或是隱性的方式，控制市民社會，並將意識形
態滲透至市民社會中。鄭文俊（2001）指出意識形態可視為一種動員式的信
念體系，「文化霸權」為意識形態具體制度化的表現。
意識形態理論來自於法國學者 Althusser，承襲自 Gramsci和馬克思主義

的思想，並將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國家統治結構分為「壓制性國家機器」（Re-
pressive State Apparatus，簡稱 RSA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簡稱 ISAs），前者為軍隊、員警、法律等系統，後者則包
括了各種意識形態、教育、宗教等組織體系（Althusser, 1971）。前者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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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國家機器創造了一個空間，使得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得以在意識形態國
家機器中實現（孫竟陽，2014；張錦華，2010）。

基本上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承接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
形態思想，馬克思主義將經濟基礎反映在意識形態與上層建築政治複雜的關
係之間，其意識形態皆是佔有統治階級的思想，構成了現存社會生產關係的
一部份，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將意識形態解
釋成「虛假的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而這是為了使人民認同現存的社
會制度，合理化資產階級統治的手段（王瑞鎰，2005；孫竟陽，2014）。

由於 Gramsci認為所有霸權的關係都必須是一種教育關係（Gramsci, 
1971），霸權在意識形態中運作，其主要運作者便是知識份子，所以他將知
識份子分為「傳統知識份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與「有機知識份子」
（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也就是社會上一般認定的知識份子，例如學者、
藝術家等，他們是獨立於社會團體之外的並具有自主性，是先前經濟結構下
所遺留的，但 Gramsci認為沒有任何知識份子能夠真正離開其他階級並獨立
著；後者是指與社會各階層密切並自覺地發揮組織和領導作用的知識份子，
他們是市民社會的組織者和霸權行使者（于文秀，2013）。

資本社會中的統治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知識份子，兩方經常在市民社會中
進行領導權的爭奪，即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鬥爭。由於 Gramsci和
Althusser皆強調在社會既有的結構下，人們還是保有相對自主性（Althuss-
er, 1971），因此 Gramsci進一步解釋社會上各階級都有知識份子（Gramsci, 
1971），當統治階級企圖從事意識形態的霸權時，被統治階級也會動員有機
知識份子進行抗爭（張錦華，2010），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任務，
即在通過市民社會中進行知識和道德的改革工作，來改造與批判地吸收代表
舊社會及資產階級傳統的知識份子，從而抵消或侵蝕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和意
識形態的傳播，使群眾獲得批判的革命思想意識（余超文，2009）。
關於文化霸權和意識型態主題的中國在地化研究，除了純粹以爬梳原典

核心概念，闡述 Gramsci基於當時時代背景中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以「統治」
和「認同」行使權力運作外，亦提出無產階級在此其中，如何透過以歷史
集團或知識份子角度，爭奪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仰海峰，2006；余超文，
2009；張羽佳，2010），屬於忠於原典的研究學派。
另外一派的研究途徑，則是跳過時空和制度的細描，並且將知識份子的

角色相對弱化為可被宰制的個體，直接援引 Gramsci的文化霸權論，主張借



193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

鑒於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培育與壯大中國的市民社會（李
玉華等人，2011）；以 Gramsci文化領導權理論，提醒不僅只要掌握好意識
形態工作領導權，更要打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陣地戰」，充分發揮有機知識
份子教育宣傳的作用，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培養知識份子（吳曌，2018；魯霖、
盛邦躍，2010），屬於理論為用派。
本研究聚焦探討大學場域中的知識分子對於宣傳部門共建的抗拒策略，

屬於「忠於理論派」少見的實際動態過程分析，更可以凸顯前述「理論為用
派」只看到知識分子維繫既有意識形態的盲點。
早在 2001年，作為中國共建新聞學院的先行者，上海市委宣傳部就與

復旦大學簽署了共建協議，在其新聞學院設立院務委員會。上海市委常委、
宣傳部長兼任主任，相關負責人以及業界知名人士擔任委員，負責制定學院
發展規劃等重大事宜。雙方在教師掛職鍛煉、記者編輯授課、學生實習就業
等方面創新共建模式（鄭海鷗、王玨，2014年 9月 16日）。為貫徹中央領導
指示精神，2013年 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地方黨委宣傳部
門與高等學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意見》，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現場會，全面推
進部校共建工作，先行試點 10所高校（侯月娟，2016）。

根據資料顯示，2014-2016年為高峰期，陸續有：中國人民大學、南京
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吉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重慶師範大學、復旦大學、鄭州大學、湖南師範大學、廣西大學、清華大學、
西北師範大學、蘭州大學、杭州師範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新疆大學、安徽
師範大學傳媒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寧夏大學、山東大學文學
與新聞傳播學院等共建學院。

2016年習近平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

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

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

業發展新局面（新華社，2016年 12月 8日）。

而教育部長陳寶生則提出：「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首先選定的是我們
教育系統，是校園。」（鳳凰新聞，2016年 12月 10日）所以他強調要加強
黨對教育系統意識形態的領導。但這也引起一些公知評論反彈指出，大學是
孕育創新者與批判者的大本營，而大學教授、學者是引領社會發展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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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府任何想要統一人們思想和言論的社會，便會對這些引領思想和探究
知識的教授們下手，讓他們只有一種聲音，將教授們當成一種只會回答標準
答案的機器（宋石男，2016年 12月 11日；喬木，2016年 12月 11日）。

從中國教育部與宣傳部門，企圖以共建學院或創建研究基地的作為來
看，除了政治上的霸權宰制外，透過實際經費補助來控制高校對於政治意識
形態的臣服，才是背後的邏輯。共建新聞學院政策中，最具體的展現是對於
要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要求，因此，本文企圖考察在共建新
聞學院的發展下，學院如何面對此一要求？

二、	馴服與抗拒策略

Foucault對於權力的觀察分析指出，有權力就有反抗。正因如此，對於
權力來說，反抗並不是外在的，權力關係只有依據眾多的抵抗點才能存在。
在權力網絡中，這些抵抗點無所不在，同時，不存在著一種關鍵的抵抗點，
而是多種抵抗點。確切的說，反抗只存在於權力關係的戰略範圍之內，而
反抗點的分佈穿過社會上各個層次和所有個人（Foucault, 1978／尚衡譯，
1992）。
關於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發展，北京大學新聞系長久居於新聞科系第一

志願。此與蔡元培先生（1868–1940）於 1916年至 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時期，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校風，推行教育改革，開學術自由之
風，有重要的關係。此舉也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
地。而該校所奠定下的新聞科系典範，也大大影響著整個新聞教育體系。
本文認為雖然黨國機器從未放棄透過教育體系灌輸意識形態，然而屬於

大學校園中被定義為知識份子的教師，儘管在行政位階上屬於被宰制的地
位，但仍應有其主體能動性。
耶魯大學教授 James C. Scott以「弱者的武器」描述農民反抗的日常形

式，分析「權力」的運作，他認為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整個舞臺，在權力運
作的網絡中仍有縫隙。農民運動的抗拒策略，是避免公開的與權威結構產生
衝突，但仍可達成抗拒目的（Scott, 1990）。本文擬援用此一架構，觀察「共
建新聞學院」政策的權力行使，以及大學教師的馴服與抗拒。

Scott（1990）將從屬者與統治者的互動，區分為「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他認為權力越不平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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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文本」越容易接近刻板印象，他認為若只觀察支配者與從屬者間「公開文
本」，很容易落入霸權理論（hegemony）所主張，受支配者乃是受到支配意
識形態洗腦，因而產生志願性的服從現象。由於 Scott不相信「公開文本」
是權力交鋒的全貌，所以他提出了「隱藏文本」的概念，他認為如果「公開
文本」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在舞臺上的表演，那麼「隱藏文本」就是發生在
幕後的論述與行動，而且此部分是權力所有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Scott，
同上引）。 
他認為公開文本和隱藏文本之間，是不斷鬥爭的區域，而非一面實牆。

不過，Scott 也提出，這並不是說公開的言行便是虛假的，而隱密的言行才
是真的，更重要的是研究兩者之間如何互相界定、交互滲透與鬥爭的過程。

Repnikova（2017）雖然提出儘管提出過去中國官方透過各種管制手段，
企圖壓制大學師生，但是教師與學生仍然不斷地對中國政黨的意識形態控制
進行抗爭。另一項研究（王毓莉，2021）指出，被共建的新聞教育，呈現新
聞專業與政治力的波段拉鋸，「專業新聞學教育」曾被重視，目前更重視「政
策新聞學教育」。主導學院發展方向可分成三種：「宣傳單位主導模式」、「學
院主導模式」、「雙頭領導模式」。
然而上述的研究，較缺乏對於身處共建制度中被宰制象的探查與細描，

無法具體勾勒目前被共建新聞學院師生面臨的實際問題與應對策略。因此，
本文企圖考察在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下，被共建新聞學院師生的抗拒策略。

參、	研究方法與問題

相較於先前王毓莉（2021）〈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教育發展之新方向：對
於共建新聞學院的考察〉一文的鉅觀考察，本文無意重複探討共建機制問題，
因此本文聚焦新聞學院中「教師」角色的微觀層面，期望洞察在該政策下，
教師的因應策略與抗拒的可能性。
由於研究關切的核心是教師對於共建政策的「抗拒」，屬於相對高敏感

性議題，除了中國大陸內部的學者不可能處理此一命題外，對於境外學者大
規模調查方法取得所有「被共建」新聞學院的資料、比較「被共建」和「非
共建」新聞學院的影響性，亦有所限制。然而本文研究關懷目標，是在新聞
學院中任教和從事研究的教師，在面對此一政策下，若無意順從政策主流命
題的教師，是否能夠有所選擇？及其可能的抗拒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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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各校執行「共建新聞學院」的內涵迥異，限於研究篇幅無法
做全面性探討，本文將僅將研究範圍設定於考察在共建新聞學院的發展下，
學院如何面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要求？其次，觀察對應此一
政策下，共建新聞學院教師的馴服與抗拒策略。

研究問題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政策與推展為何？
研究問題二：對於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教師的馴服狀況與抗拒策略為何？

因此，本研究採取「次級資料分析法」和「深度訪談法」。主因在於中
國大陸採取共建新聞學院的校系單位，超過 120個，基於研究時間與人力，
無法採取普查，且因各校系的作法有所差異，乃以「次級資料分析法」，蒐
集各校教師發表於期刊的各校共建等相關文獻，予以補充。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以滾雪球方式，於 2018年 11月 9日至

2018年 12月 3日，在中國大陸的三個城市（南京、上海、北京）和臺灣（研
究對象赴台期間），總共成功訪談 18位中國大陸被共建新聞學院的行政主
管、教授，以及 2位就讀碩博士研究生，共 20人次（詳見表 1）。1

肆、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融入新聞教育的政策與推展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推行中，部分新聞學院對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給予
積極的參與及主動的配合，因為基於利益上的考量，可以獲得項目經費、硬
體大樓建設、科研上的合作、媒體掛職制度 2 的執行及教學與實習名額上的
保障。
然而，本文更關注的是新聞傳播學院被宣傳部門共建後，在意識形態面

向上的影響，首先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後簡稱「馬新觀」）需要進一步融
入新聞教育的要求，最令大學教授們感到困惑。
原先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即已被中國大陸的高校教育安排在思想政治

1 為保護受訪者個人隱私，意見採匿名處理，受訪者之編號，乃以受訪者本名的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受訪對象中包括當時已經被共建新聞學院的行政主管和教授，藉由行政和教職視角觀察此一政策
的影響，至於碩博士生則在於從學生角度觀察學院的轉變與學生具體感受的影響。受訪者所表達
的意見不僅對於本學院的洞察，也包括對於同業其他學校的比較觀察。

2 為鼓勵學界與業界的交流融合，提供更多機會讓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學校教師到業界掛職鍛煉，
了解一線的運作。少數學院教師深度參與、多數偏向表面性的參與接觸。大部分的教師在掛職期
間，日常教學不停，課堂時數不減少，教師需要兩邊同時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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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訪對象與背景
訪�對� ��別 訪��間

S1 學者 1 2018/11/14

S2 學者 2 2018/11/15

S3 碩�士生 1 2018/11/11

S4 學者 3 2018/11/13

S5 學者 4 2018/11/16

S6 學者 5 2018/11/17

S7 學者 6 2018/11/09

S8 學院主� 1 2018/11/13

S9 學者 7 2018/11/10

S10 學者 8 2018/11/13

S11 碩�士生 2 2018/11/09

S12 學院主� 2 2018/11/11

S13 學者 9 2019/12/03

S14 學院主� 3 2018/11/15

S15 學者 10 2018/11/17

S16 學者 11 2018/11/09

S17 學院主� 4 2018/11/17

S18 學者 12 2018/11/11

S19 學者 13 2018/11/16

S20 學者 14 2018/11/1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課程中，不少中國的政治領域學者提出，為了更好地完成黨的十九大提出的
事業和工程，高校思想政治課理論課教師，應用學生歡迎的方式貫徹黨的大
政方針。思政課教師提升意識形態話語權，有助於讓大學生理解及認同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具體國情（張永
遠，2019；韓剛等人，2019）。由於馬克思主義是意識形態的主旋律，於是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提出後，各高校被要求「馬新觀」需要當成「主教材」發
展，並且要求融入新聞學院的「各科目」教材中。
新聞學院的教師們產生的困惑在於，如何闡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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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馬新觀與具體新聞實踐做銜接？又，如何將馬新觀融入新聞傳播的各個科
目中？例如馬克思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61）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
是針對當權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
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原始的馬新觀並不排斥新聞批評和後來中國
大陸發展的新聞輿論監督，歷屆中共領導人亦肯定此一理念，3 形成了市場
化媒體中新聞輿論監督的百花齊放現象，此其中又以廣東的南方報業集團被
視為最佳典範，直到 2012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發生為止。

綜觀中國大陸各高校，皆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
建設工程（後簡稱「馬工程」）教材。「馬工程」專案自 2004年 4月正式啟動，
其重要建設目標之一，為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編寫 139種覆蓋高校思
想政治理論課、馬克思主義理論、哲學、新聞學、政治學等哲學社會科學專
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和專業主幹課程教材（湯廣花，2019年 8月 8日）。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實施後，為了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付諸實踐，

教育部、中共中央宣傳部於 2018年發佈《關於提高高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
能力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 2.0的意見》，要求教師以言傳身教
帶動學生樹立正確的新聞觀，為新時代新聞傳播人才打牢思想基礎。各個學
院皆被要求將馬新觀的思想政治教育貫穿到每一個課程當中，進而影響學生
的思想，強調馬新觀的重要性（沈正賦，2019）。
然而中國大陸新聞學門領域中，真正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的學

者並不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力丹，長期投入馬克思主義，出版論著 11
本相關著作，其中包括《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1993）、《馬
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概論》（2003）、《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2006）、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2008）、《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新聞》（2009）、《馬
克思主義新聞觀教程》（2011、2015）等。是少數全心於研究馬克思主義的
學者，從馬克思、恩格斯原典去理解其新聞觀點，為馬新觀提供了基礎性研
究素材。
由於各個高校尚未有統一的馬新觀教材，有些學校開始組織團隊編寫馬

新觀教材，有些學校使用上述陳力丹教授的人大版、童兵教授的復旦版《馬

3 鄧小平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首次以「輿論監督」取代了傳統「報紙批評」；江澤民在十五大報
告中強調，共產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一切幹部都是人民的公僕，必須受到人民與法律的監督，
他提出要把黨內監督、法律監督、群眾監督結合起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到了胡錦濤時期，
市場化媒體呈現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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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義新聞觀讀本》（童兵主編，2016）、丁柏銓教授的南大版《馬克思主
義新聞觀：理論與實踐》（丁柏銓、雙傳學主編，2016）和清華的劉建明教
授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理論基礎》（劉建明主編，2009）。中國傳媒大學
新聞傳播學部則沒有使用馬新觀教材，該學院把中國新聞獲獎的作品進行梳
理，製成馬新觀案例教材（S19）。
除了上述高校剛巧有出版馬新觀教科書的資深教授，擔任授課外，由於

馬新觀課程的內容具有一定深度，學院中青年教師擔心難以妥當地詮釋及講
授馬新觀，一般不太敢開立講授馬新觀課程，因此大部分高校以資深教授負
責為主（S2）。
不少新聞學院會由資深教師開課，但是以講座形式進行，例如北京師範

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由執行院長喻國明開設「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國國情」，
該課程主要以外聘教師來授課，外聘教師包括對馬新觀本身有研究學者或是
共建單位中具有理論素養的從業人員（S2、S8、S17）。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
播學院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大講堂」，曾邀請復旦大學教授李良榮及童兵，
作為講座主講人（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9）。

對於由不熟悉馬新觀的教授來授課，恐怕會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外
部專家策略」，被許多學院運用為避禍策略，藉由邀請外部對馬新觀有專門
研究或專著的專家學者講授，避免犯錯而被學生舉報（S2、S4、S8、S14）。

整體而言，馬新觀課程還能夠以講座形式執行，但是對於融入各科目教
學的要求，是目前最為困擾之處。大部分受訪者皆表示，馬新觀思想政治的
教育要滲透到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各個專業課程當中相對困難，有的教師甚至
不懂得如何將馬新觀的概念融入每一個課程當中（S2、S5、S8、S14）。
而《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案例教材，由全國 14所高校新聞傳

播院系專家學者、中央新聞單位資深編輯記者參加編寫，收錄近 60個新聞
報導典型案例（丁峰，2015年 1月 4日）。
不少受訪者表示，正面表列不如提出反面事例，才能讓學生更清楚瞭解

馬新觀正確的方向。受訪者（S6、S15）舉了兩個例子，《華商報》報導，
內容提及安塞區吳治保家庭裡五個孩子，其中三人考入清華大學，一人考入
北京大學。隨後，安塞區委書記任高飛代表區委、區政府以「耕耘家庭」的
名義特別獎勵吳治保家庭，頒發了 30萬元人民幣作為獎勵資金（賀秋平，
2018年 7月 9日）。其次《大河報》報導，山西呂梁高浩珍結婚，他 11個姐
姐合資 23萬人民幣讓他買房結婚（大河報，2018年 7月 11日）。原先兩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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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表現的是正向，鼓勵或是人情味的新聞報導，但是兩則新聞卻都違反中
國大陸計劃生育政策，因此兩則新聞報導既不符合黨性原則，亦不屬馬克思
主義新聞觀。
上述舉例多少有嘲諷之意，不少受訪者認為以馬新觀的概念編選出的案

例教材引發較多爭議，將新聞實務界中的報導，強硬地說其符合或不符合馬
新觀的報導方式，這樣的邏輯既有不盡合理之處，也容易產生倒因為果的問
題（S6、S8、S13、S15）。

受訪者（S1）指出，馬新觀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已經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原
典逐漸悖離，不少教材主要講述現實面的領導人相關事跡。關於馬新觀課程
的看法，受訪者 S6和 S15認為一切必須要回到馬恩原典的論述，而非以實
用主義方式來理解認知或詮釋馬克思主義，如此一來將使得馬新觀淪為服務
於統治者，而非學術性探討。
整體而言，在「共建新聞學院」政策氛圍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被「神

主牌化」和「工具化」，嘴裡說著重視馬新觀，但是內涵不強調閱讀與理解
馬克思原典，只強調如何讓馬新觀與黨的意志與意識型態控制做連結，所以
不少學者私下表示：「無法教，不會教，也不敢教了！」因此，經由講座安
排的「外部專家策略」，成為多數馬新觀課程的執行方式。

伍、	共建新聞學院的馴服狀況與抗拒策略分析

關於共建學院對新聞學院帶來的影響，20位受訪者有 7位對於部校共建
政策樂觀其成，持有正面態度（S1、S2、S8、S9、S10、S12、S18）。支持
共建合作的主要原因包括獲得更多資源，經費，課題及實習名額。有些受訪
者認為能夠獲得項目與課題經費（S1、S2），申請的命題可以按照自己研究
的自主性（S10）；其次，亦有新聞學院發現在共建政策落實後，相較之下
學院比以往更容易從校的層級爭取到內部的其他資源（S8、S18）。另一個意
外的發現，受訪者提出所有權力內部都是有縫隙的，若把來自外部共建的力
量當成對於一個可能獨斷的新聞學院權力核心的監督，不失為一種制衡和制
肘的力量（S8）。
另外 7位受訪者基於「實然面」無選擇機會的因素，對共建政策抱持

「不反對、不支持」的態度（S5、S6、S14、S15、S17、S19、S20）。S15指
出學院領導階層對於共建單位的態度，主要考量宣傳部門委派的任務和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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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然而，此類態度的師生是基於需要迎合上層的決策，其實心中並不歡
迎宣傳部官員介入學院日常事務（S6）。多數受訪者認為共建雙方在管理有
序，互不干涉的前提之下，獲得資源合作及加大共建力度是可以接受的（S5、
S14、S19）。有的人不贊成共建的模式，但亦不否認共建實際對中國新聞院
系的發展帶來益處，至少軟體、硬體建設上學院得到一定的發展（S17）。
不過，也有 4位受訪者認為，共建學院對新聞學院帶來負面的效果（S3、

S4、S7、S13）。受訪者指出，部校共建最大的問題為價值上的偏差，共建後
由外部派任院長，非以學院的教學和科研的角度去考量學院的規劃，而是從
市委宣傳部指派任務的角度，如何做好意識形態教育，為黨培養學生的角度
來考量學院的發展（S3）。新聞輿論監督在一般正常的情況應是通過媒介進
行社會治理，然而目前的情況卻反過來治理媒介。宣傳部從教育機制著手，
對新聞學院進行意識形態管控，形同政治權力的黑手直接伸到大學內，如何
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批判思考、和具備新聞專業的價值觀（S1、S4、S13）。
部校共建實質性的涵義和指向，對於新聞工作的要求和學院的導向，已經使
得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產生巨大改變和價值的悖離（S3、S7）。
不管對於共建學院政策的基本態度為何？在此制度勢在必行的情況下，

受訪者也指出，從最初政策具有開放性，仍允許不同闡釋的角度，後來逐漸
演變成往單一的方向發展，共建政策確實對教育者造成了一定的影響（S7）。
在此期間，被共建學院的教師，也發展出各種馴服與抗拒策略的生存之道。

一、	研究方面的抗拒策略

對於中國大陸高校的教師而言，研究經費的來源大致分為兩個來源：
學院教師申請的課題研究經費來自於（一）縱向課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省一級或市級政府課題，屬於官方命題；（二）橫向課題：來自企業。
其中類似臺灣科技部 4 計畫層級的中國國家社科基金，成立於 1986年，

主管機構為中宣部下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1991 年，中宣
部於全國社科領導小組下設立相應的辦事機關「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
室」，專責制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發展方向、掌握社會科學研究訊息，以
及負責社科基金的管理、籌措、審核與鑑定等業務。而在中央成立全國社科
辦後，各省市、自治區（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陸續成立相對應的地方社科

4 2022年 7月 22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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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小組與地方社科辦，代為受理國家社科基金的相關業務（王信賢、鄧巧
琳，2020）。
國家社科基金設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黨史·黨建、哲學、理論

經濟、應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國歷史、世
界歷史、考古學、民族問題研究、宗教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語言學、
新聞學與傳播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人口學、統計學、體育學、管理
學等 23個學科規劃評審小組以及教育學、藝術學、軍事學三個單列學科。
當中包括重大項目、年度項目、特別委託項目、後期資助專案、西部專案、
中華學術外譯專案等六個類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另設有青年項目。爭取國
家社科級別的研究經費補助，為中國大陸大學院校教師的最高「縱向課題」，
省市級的政府命題則為其次，最後才是屬於來自企業的「橫向課題」。

國家社科基金級別研究項目的命題，是由下往上投稿的概念，最初由國
家社科基金相關單位徵求題目，學者自發的將自己想做的命題提交上去，經
過審核之後，最後將中選的命題以名單的方式統一公佈（S4）。不過受訪者
透露，有的學者會揣摩官方的想法，提交上去的命題會加上特定關鍵詞，如
「習近平」一詞，以提高申請項目的命中率（S5、S4、S14）。也有人指出，
提交上去的命題含有特定關鍵詞，同時與自己的研究方向相結合，這樣取得
項目的成功率更高（S14）。

受訪者指出，黨發現收買學者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提供高額的課題經
費，比如一個十萬、二十萬人民幣的課題，有的學者因此心理動搖，進而願
意執行該課題項目（S1）。如此一來，基於現實層面的考量，有的會選擇馴
服，積極揣摩上意，去迎合申報成功率高的主流研究命題或是為了職稱，去
執行特定的課題項目。
據此，本研究進行次級資料蒐集發現，以 2014年至 2021年中國大陸立

項通過「國家社科基金」和「青年項目」的命題為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
作辦公室，2021年 9月 24日），2014年通過項目名稱包含新上任領導人「習
近平」名字的，為 0件。 2015年有 2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14件「青年項目」，
如：《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重構政治生態” 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與黨
的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對外傳播思想研究》等。2016
年有 20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5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總書記治國
理政思想的邏輯理路和戰略意蘊研究》、《習近平總書記“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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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貢獻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領導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重要思想研究》。2017年有 49件「國家社科基
金」和 7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意識形態工作思想的總
體性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教育思想貫穿中小學教育教學全過程研究》、《文
化自信視角下習近平總書記對毛澤東文化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研究》。2018年
有 90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12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新時代國家
治理思想研究》、《習近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想研究》、《習近平總書記網
路空間治理思想及其實踐路徑研究》、《習近平新時代國家治理思想的內容體
系、理論創新與當代價值研究》。

2019年有 40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3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研究》、
《習近平關於網路強國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關於新聞傳播重要論述研
究》。2020年有 29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3件「青年項目」，如：《習近平
關於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融入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研究》、《習近平關於愛國主義教育重要
論述研究》。2021年有 27件「國家社科基金」和 7件「青年項目」，如：《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話語體系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
體系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大歷史觀的豐富內涵與現實意蘊研究》。
研究發現，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名單上所出現含有「習近平」一詞的研究

命題數量顯著，有受訪者透露，領導人習近平自己也察覺到含有太多「習近
平」關鍵詞的命題不太恰當，因此提高申報難度，讓有關命題不容易申報成
功（S8），才使得數字逐漸下降。不過，整體而言，本文認為造成此一現象
有兩種可能性，主要為國家政策，鼓勵大家作領導人相關研究命題；另或許
是學者過度揣摩上意而出現的現象。有受訪者認為，關於習思想的研究，出
現在不同的學科，如新聞思想、文學思想等，可見政權越來越走向權力集中
（S13）。

王信賢、鄧巧琳（2020）針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也發現，社科基
金幾乎是社會科學研究者學術榮譽最重要的選擇，學術資源完全集中於政府
手中，讓此些知識分子「別無其他選擇」。故從所呈現出的「詞頻」可發現，
社科基金獲補助的項目與「課題指南」高度重疊，且此部分在習近平掌政後
更加明顯。
大學教師對於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研究方向，可體現教師個人部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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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念。然而受訪者指出，上述國家社科基金的課題，對於新進的年輕教師
尤其容易受到影響，他們在初入高校選擇研究領域時，考慮因素很多，主要
是此一選擇，將影響他們未來評職稱、升等的時間或是難易度。而執行國
家社科基金的研究命題更能加速升等，因此年輕老師不太願意接橫向課題
（S5），加速了學術上的自我馴服。

不過，也有部分學者在觀念上抱持「分裂」的心態，將自己的價值隱藏
在背後，前臺照常表現出符合規範的行為（S7）。此類學者傾向避開國家社
科基金申請，選擇拿橫向研究課題，主因在於項目較無政治性、自選題機率
比較高、核銷相對容易等（S2、S4、S9、S14）。也有部分學者趨向選擇投入
偏量化或新媒體領域的研究項目，避開較敏感的研究命題（S7）。另有受訪
者認為，儘管國家社科課題無法純然避開主流意識形態，如習思想相關領域
（S1），但研究設計上或許能夠避開比較敏感的議題（S7）。

對於不認同的國家研究命題，有些學者會表現出：漠不關心、消極應對
態度，對於和自己價值不相襯的研究主題，選擇少做或不做的方式（S1、
S3、S7、S9）。

二、	教學方面的抗拒策略

新聞學院作為培養新聞工作者的基礎平台，共建新聞學院的政策執行過
程中，若干教育理念與指標，和原先新聞教育的理念，具有相當程度的悖離，
對於教師課堂上的教學，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特別是隨著中國大陸多所大學教師，因課堂言論而被學生舉報事件，層

出不窮，山東建築學院教授鄧相超、北京師範大學古代語言學副教授史傑鵬、
山東工商學院副教授李默海、重慶師範大學譚松等人，最後皆遭到校方處理，
引起了學界的一番議論。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課堂上的政治言論，遭學生舉
報，甚至遭到開除（黃麗玲，2018年 6月 29日）。舉報事件被媒體報導之後，
產生了明顯的寒蟬效應。尤盛東透露，有些教師得知舉報事件後，感到恐懼，
不敢再發表評論（馮昭、陳家倫，2018年 6月 30日）。

整個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大環境中，原本在改革開放後，新聞專業領域
尚可討論的「新聞專業主義」、「新聞自由」、「公共性」等詞彙，近幾年都
成了敏感詞。不少受訪者指出，許多大學教師會認為自己無法表達清楚特定
的敏感性議題或詞彙，進而限制自己的言論尺度，避免在課堂上講述（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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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S19）。有的教師甚至在課堂上，拒絕與學生講述及討論特定敏感性議
題（S9）。
共建新聞學院政策對於學院及教師教學上造成一定的影響，在不得不馴

服此一政策下，也同時發展出一套抗拒策略，分別為「翻轉課堂策略」、「推
薦參考教材策略」、「案例意義策略」、「閱讀原典策略」、和「抽象與隱晦表
達策略」五種策略。

(一 )翻轉課堂策略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概念來自西方，針對的是傳統教室的改

革，傳統教室以教師為中心，每節課都是由教師主導，從教師的角度思考及
設計教學活動，主要以演講佔據多數課堂時間。在此模式下，學生是接受器，
常孤立學習，自己練習精熟，缺乏學習指導，學習成效當然難以達到預期目
標，時遭詬病，而成為教學改革的焦點。而翻轉教室課堂的提出，乃是以上
課教學時間用在學生協同合作，以學習理解和問題解決等高層次能力，而不
是用來做教師教學講演（黃政傑，2014）。

而此種教學改革方式，正好可以被應用在當前中國大陸，老師可能「多
說可能多錯」的教學環境中。受訪者指出「翻轉課堂」方式，使得教師在課
堂上，無需扮演主要講述內容角色，可以讓學生透過指定教材的閱讀，反思
書寫報告，隨後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進行不同觀點的爭論，過程中無絕對的對
錯，讓學生透過論點交鋒，之後老師適當提點，做教材的吸收。例如課堂中
教師指定教材，讓學生閱讀Walter Lippmann（1889-1974）的《公共輿論》
著作，再請學生將之與中國大陸的輿論教材進行比較分析，學生自然會有所
發現（S6）。

(二 )推薦參考教材策略
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對外開放與國際市場接軌，為重要的改革措施，

因此，中國掀起英語學習熱潮。 然而，2020年中國大陸教育部門禁止小學
和初中使用海外教科書，以及 2021年被認為最國際化的城市上海，教育部
門在八月份禁止當地小學舉行英語期末考試時，許多人感到震驚。官方所宣
稱的理由為：中國當局正在減輕學生的學習任務，致力於減輕家庭和家長的
負擔。但是仍有許多人忍不住將上海的決定，視為對英語和西方總體影響的
抵制，許多人稱這種現象為「開倒車」或中國的「大躍退」（袁莉，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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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
其實在此之前，受訪者也指出，雖然沒有正式的官方文件，但是大學也

不鼓勵原版英文和翻譯書籍，尤其是在新聞傳播或政法相關學門（S5）。儘
管不能將西文原著作為指定教科書，但受訪者指出，不少大學教授仍在課堂
使用西文教材，僅將其列入參考書目清單，實際上還是使用中，學院高層從
書面上不會發現（S4、S5、S11）。

而在羅列參考教材時，教師可以透過閱讀教材的設計與鋪排，直接或間
接的隱含教授的價值體系與觀點，讓學生可以系統化學習，企圖啟蒙學生
（S7）。

(三 )案例意義策略
隨著社會和校園輿論空間不斷緊縮，然而新聞傳播學院教師的教學，仍

需要在此大環境下生存，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仍在。
受訪者（S4、S13）指出，可以根據案例與事實講述，形式上採取學術

性地討論案例，通過案例推薦，表達自己的觀點。例如：在課堂上與學生分
享兩部影片，電影《桃花扇》裡的男主角馮喆，他死在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班
上，被人在麻袋裡打一頓，然後在鍋爐房裡頭上吊，故事背景在文革時期。
其次，話劇作品《蔣公的面子》，全劇借用抗戰背景，從歷史、權力、人性
角度，揭示了知識分子面對強權時的複雜心態。受訪者認為，不需告訴學生
特定口號，僅透過案例分享，就得以讓學生自行思考及瞭解案例背後所要表
達的價值。
另外關於新聞學專業的核心觀念，將 1999年《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在課堂上講述法治新聞報導時推薦已公開
發表的案例，如 2003年《孫志剛案》、2009年《成都女業主唐福珍自焚案》
等個案，編寫入教材，引導學生自我閱讀，再進行討論（S4、S13）。

上述個案中，1999年《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主編寄語「讓無力者有
力，讓悲觀者前行」，已成為《南方週末》為弱勢群體代言、奉行人文關懷
的象徵性口號（溫如慧，2014年 9月 3日）。《孫志剛案》是原籍湖北黃岡
的孫志剛被廣州市人民政府執法機關以三無人員的理由收押，被發現在一家
收治收容人員的醫院死亡。之後由南方報業集團中《南方都市報》記者調查
發現，他是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致死，全案被媒體報導後引起全國討
論，最終廢除了被認為違憲之疑的收容遣送制度。《成都女業主唐福珍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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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亦在網際網路上引起熱議，《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對地方官員暴力
拆遷無視生命提出質疑。
整體而言，上述個案都是市場化媒體對於監督權力執政者的專業表現。

大學教師除了講述一般課綱內容之外，採取案例討論的方式，期望提點學生
自行閱讀個案背景，了解案例背後的意義，避免需要在課堂上赤裸裸表述的
風險。

(四 )閱讀原典策略
教師鼓勵學生閱讀馬克思原典，從原典的角度出發，啟發學生多思考、

多批判及爭論，瞭解事情的全貌，而非閱讀經過曲解含義的內容教材（S15）。
類似《自由主義新聞理論》課程中，教師也會安排學生閱讀許多西方古典教
材，如英國著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十九世紀
影響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教師和學生再進行學術上研討，而非從
政治上進行批判（S11）。

關於「新聞自由」的概念，並非完全不能碰觸。受訪者指出，可從中國
憲法權利去討論，讓學生閱讀憲法權利，進而讓他們自行判斷（S4）；也可
要求學生閱讀馬克思原典內容、中國歷代領導人的講話、十八大報告內容去
詮釋「新聞自由」（S6）；亦可從法理上去分析，講述自由沒有絕對的自由，
而是相對的自由（S2），這是一個折衷的提法。

當有些觀念不允許在課堂上直接討論，有些教師會通過理論層次高度，
讓學生大量閱讀文獻，不落實到現實主義的層面探討，如讓學生研讀關於「新
聞專業主義」、「公共性」等內涵的教材或文章，但是在課堂上不公開討論中
國社會是否需要西方的觀念，讓學生從閱讀中體會（S16）。
至於表達言論場域的鬆緊變化，則可以要學生將當時最新的 2017年 10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原始文件，透過比較十七
大、十八大的原文，自然會發現憲法人民四權：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
表達權，在十九大已不復見（S6、S15）。

（五）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  
「新聞專業主義」一詞逐漸成為敏感詞，受訪者指出會以新馬克思主義

理論的角度，闡述公共領域和西方公共廣播電視體制，以學術化、歷史化的
角度講述及表達個人的觀點，將客觀性、專業主義放在美國的語境底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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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課堂上對學生特別強調，要從西方看待中國的角度，去思考中國社會的
大層面（S5）。
亦有受訪者指出，資深教師對於詮釋「新聞專業主義」把握度更高，可

將內容抽象化，從邏輯上用內涵、外延的各種分析法去詮釋分析新聞專業主
義的內涵。聽得懂課程內容的學生，自然明白教師課堂上所要表達的價值觀
點；而聽不懂的學生，當自行無法判斷該教師的價值取向，亦不會作出舉報
的行為（S8）。
當涉及敏感詞彙時，有受訪者使用隱晦的表達策略，例如以職責、權利、

義務、規範去替代說明「新聞自由」的內涵，而避免使用「新聞自由」一詞
（S14）。亦有受訪者表示，曾經間接聽過中學老師，為了讓學生了解「八九
民運」，但是不能直接在課堂上詮釋及討論，於是給學生關鍵字 89，讓學生
們自行搜尋資料或是詢問家長，從而瞭解相關敏感議題（S7）。
不過，不少本研究受訪者仍認為課堂上還是能談敏感詞彙，他們堅持自

己身為教師的職業操守，堅守底線在課堂授課，強調教師不應該受到太多因
素的干擾（S1、S2、S6、S8）。

陸、	研究發現與討論

共建新聞學院乃自上而下的政策，多數新聞學院領導階層在獲知能夠得
到更多發展經費與資源下，採取主動向上配合，然而，在這些學院中，仍不
乏具有理想性的師生，表達不滿或消極態度。例如：《光明日報》報業集團
和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共建，也和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學院共建，但是
只有前者在共建後被冠名為「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也是少數
中國大陸新聞學院被共建單位冠名的。

Repnikova（2017）認為中國意識形態工作的動態演變，在 2008-2012
年以來，管制的效果只算差強人意，因為教師和學生總是不斷地對黨的媒體
原則進行積極的重新解讀。這種行為雖然並不能直接削弱當局的合法性，但
是卻展示了官方意識形態工作僅僅建立了「形式霸權」，從而凸顯了中國調
適性威權主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脆弱性。
本研究發現對於「共建新聞學院」政策，部分學院樂觀其成、多數人基

於無從選擇而採默認外，新聞學院中的教師，仍不乏努力發揮其主體能動性，
相信新聞傳播教育應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批判的精神，因而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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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聞學院要求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課程，採取「外部專家策略」；對於共
建可能產生的意識形態控制，採取「翻轉課堂策略」、「推薦參考教材策略」、
「案例意義策略」、「閱讀原典策略」、和「抽象與隱晦表達策略」。

本文研究的行動者乃大學新聞學院中的教師，西方社會學對於知識分
子的研究，通常採取三種途徑：「新階級理論」（new class），如：Dreyfu-
sards、Julien Benda和 Pierre Bourdieu將知識分子當成一個不同於社會其他
團體的新階級；「真實理論」（authenticity），如 Antonio Gramsci和 Michel 
Foucault將知識分子視為主要的階級界限，即他們的出身群體的代表；「相
對無階級理論」（relatively class-less），如：Karl Mannheim、Edward Shils和
Randall Collins將知識分子視為相對無階級的，亦即能夠超越自己的族群，
追求自己的理想  （Kurzman & Owens, 2002）。Kurzman & Owens（同上引）
指出知識分子物質條件的形象是「剩餘的榨取者」（surplus-extractors），不過
他們具有相對自主，但也被無產階級化，並屈從於市場或國家的邏輯。知識
分子經常在菁英主義和平均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中擺盪，這種緊張關係可能表
現為反對人類統治的爭論形式、渴望話語權，從政治面向看，可能意味著獲
得和使用權力以消除（他人的）權力。
相較於西方知識份子被認為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且強調其在專業領域

外的公共參與特質（陳晨、李福華，2016；張可，2020）。中國知識份子在
身份界定上，並非聚焦於與社會的關係，不同於西方強調的二元對立關係，
卻也非全然依附的關係，而是其與國家的互動關係（張可，同上引；張鈞智、
黃錦堅，2021）。
加拿大學者Cheek et al.（2018）透過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的一系列研究，

分析中國大陸自從毛澤東時期的意識形態控制，直到改革開放之後，黨國逐
漸從宣傳機構，演化出「指導式公共空間」（directed public sphere），但是其
遊戲規則與開放的自由主義政權截然不同，改革時期的中國，為毛澤東時代
幾乎不存在的書籍、思想和資訊開發了商業市場。此外，中國也對教育進行
了大量投資，並給海歸派學者提供了特權，同時也使得西方大學的「專業主
義和職涯管理模式」，進入中國與舊式的「忠誠和派系模式」展開競爭。
長期從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的華東師範大學的紫江學者

許紀霖指出，當國家體制和資本主義商業體制作為系統性力量，擴張到自由
的公共文化空間，受控於權力和金錢的當代社會和傳統知識分子的淨土即已
淪陷，身在體制內的大學教師，也在專業邏輯支配下，批判性和公共性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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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2011；轉引自陳晨、李福華，2016）。
身為中國大陸的新聞學院學者，在眾多學科中，亦算較為特殊的一群。

也曾經因為新聞傳播產業商業化的需求，新聞教育邁入專業教育的轉型發展
和國際化時期（1990–2012），期間經歷媒體市場化走向、網際網路崛起、新
聞輿論監督與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的出現。該時期中國的新聞學院，也
大力鼓吹新聞專業主義的工作者培養。然而，2012年底「習李體制」就任後，
中共中央旋即從源頭，決議由各地宣傳部門和當地的新聞學院進行共建。
此其後中國大陸一些學界研究，重提 Gramsci知識份子論對於中國當代

的啟示時，便著重於提出應運用理論從事意識形態建設，期望發揮知識份
子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抵制西方意識形態入侵、從事政黨建設與聯繫
群眾的作用（吳曌，2018；韓偉麗，2016）。上述的實用性推演，已悖離了
Gramsci認為「有機知識份子」具有的相對自主性概念，而透過強制「共建
新聞學院」的政策手法，亦非以抗爭、溝通、妥協的方式，不斷轉換知識份
子對於意識形態的共識。此一作法對於當今霸權的維繫，能否具有絕對有效
性？新時期對於知識份子的控制與改造方向與效度？值得持續研究觀察。

儘管張鈞智、黃錦堅（2021）從 2007-2019年中國國家社科基金的文本
資料，觀察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話語互動，強調即使鑲嵌在國家的限制當中，
知識分子與國家的互動角色不能簡單化約為服從，同時也扮演了自主的角
色。該研究認為，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互賴和協調，可能促進威權體制的
調適性治理。
然而，Hao & Guo（2016）指出政權領導進入習李體制後，中國的意識

形態控制，已經使得社會中表達政治異議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在大學裡。
該研究針對中國大陸中部某省級大學的個案研究指出，大學教授可能扮演的
知識分子角色有「體制／有機」（establishment/organic）,「非體制／專業」
（non-establishment/professional）和「反體制／批判性」（contra-establishment/
critical intellectuals）。而中國的大學教授多數扮演「體制／有機」和「非體
制／專業」兩種角色，並且承擔如此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身份。不過，他們也
認為大學教授作為知識分子，除了能夠在遵守黨國的政策指引外，能夠有限
度的發展出服從性的自主（obedient autonomy），並且平行發展出小規模有
創意的異議活動，至少拒絕活在謊言中。
本研究展示大學場域中，知識分子對於宣傳部門共建新聞學院的抗拒策

略，為「忠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派」，填補與貢獻場域中實際動態行為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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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至於場域中的大學校方或學院內部管理階層，對於教師抗拒策略的應
對之道，誠如王毓莉（2021）發現「共建新聞學院政策」的執行，目前仍充
滿了「因地制宜」與「因領導而異」的狀況。換言之，如同 Foucault指出，
有權力就有反抗，Scott認為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支配，權力運作的網絡中
仍有縫隙（Foucault, 1978／尚衡譯，1992；Scott, 1990），因此大學教師目
前仍能在權力的縫隙中運用隱藏文本的抗拒策略。
只不過近期《紐約時報》發現，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已有數百所大

專院校正在大規模收編學生以監視教師，甚至有計劃的在每班至少安插一名
學生資訊員（赫海威，2019年 11月 1日）。學生資訊員的職責為觀察教授
的意識形態思想，協助剷除言行舉止不忠於習近平與中國共產黨的學校老師
（蔡娪嫣，2019年 11月 3日）。黨對教育系統意識形態的滲透日趨嚴重，原
先從大學教授著手，後再利用學生去監督教師。隨著舉報老師的案例增多，
中國充斥著「告密文化」的氛圍。
本文的研究限制，在於無法針對共建新聞學院的各校，做通盤的調查，

僅能就研究的立意範圍，從研究和教學視角探索研究問題。整體而言，中國
大陸校園課堂的言論尺度空間確實緊縮，舉報的氛圍形成大學教師的自我約
束，對於新進的教師而言，更是一大挑戰，因此也有人在同事間和師生間原
本應有的學術性探討，採取噤聲策略，或者避談爭議性、敏感性的事件與話
題。然而新聞教育應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批判的精神，若教師因
為擔心受到舉報氛圍的影響，未來大學的學術自由和知識啟蒙都將大為倒
退。由此凸顯本研究的價值，即是在越是艱難的環境中，中國大陸仍存有理
想的大學教師，透過歸納他們如何在夾縫中夾帶教育理想的抗拒策略，了解
做為行動者的中國大學教師知識分子如何在啟蒙學生的理想與工作考核的現
實間掙扎？再者，隨著在大學課堂中公開探討公共或爭議性議題的風險逐漸
升高，未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院的知識傳承、實務人才培養，將產生怎樣
的變化，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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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news reform process in mainland China, the news professionalism 

and new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were once regarded as important. However, 
after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decided to adopt the “Joint Model” policy with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s, major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in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Joint 
Model” policy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s on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in mainland China.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some colleges embraced the policy optimistically, 
but many other colleges accepted reluctantly since there were no other choices. 
However, under the “Joint Model” policy, some teachers still chose to actively 
develop resistance strategies to retain som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They adopted 
the “external expert strategy” in teaching the required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courses. Under the increasingly strict ideological control,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were forced to struggle between the ideals of enlightening students and pursuing the 
reality of teaching KPIs. In turn, they adopted the following resistance strategies: “the 
flipped classroom strategy”, “the recommended reading list strategy”, “the case study 
and implication strategy”, “the recommending foreign language texts strategy”, and 
“the abstract and obscure expression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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